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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
需要把握的若干关系
———论历史学视域下的红岩精神研究

周 勇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当前红岩精神研究主要有历史、文学、思政三种学科视域,而历史学是研究红岩精神最重要

的基础学科。根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

方法,从南方局历史切入,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视角观察,研究红岩精神有七对关系需要认真梳理

和辨析。这七对关系是:毛主席、党中央与红岩精神的关系,红岩精神科学内涵中本质与特色的关系,红岩

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红岩精神与歌乐英烈的关系,红岩精神本源与时

代价值的关系,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把握当前红岩精神研究的这些重要前沿问题,

对于红岩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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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1]。100年来,党坚

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各种风

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特别是“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

系”[1],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

的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

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

模范”,“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随后,中宣部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

一批伟大精神,“红岩精神”列于其间,定位于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之后,西柏坡精神之前[3]。这表

明“红岩精神”是居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方阵的革命精神,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唯一产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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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精神。这一革命精神在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时期,尤显珍贵。我们在研究红岩精神的学术工作中要继承弘扬,守正创新,

不断奉献无愧于时代的新成果。

抗战胜利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从不同视角对红岩精神的培育、形成、传承、弘扬等都有

过重要论述。尤其是1985年以来,邓颖超、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就红岩

精神发表过重要的论述,涉及红岩精神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精神本源、理论本质、历史地位、精

神传承、时代价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了一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研究红岩精神

最重要的政治遵循。

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包括其中的红岩精神,是历史学界的重大课题和重要责

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红岩精神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达到了新的高度。2021年以来,关

于红岩精神的研究再次成为新的热点,根据中国知网篇名检索,仅2021年的相关文献,截至11
月30日就达到了110篇之多,其中期刊文献53篇。在最新成果中,比如黄蓉生等论述了新时代

红岩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4],张朝晖从党的初心角度论述了红岩精神的生成逻辑[5],等等。

目前研究红岩精神的文章主要出现在历史、文学、思政三个学科领域,虽然各有特色,但深度和广

度都还有待提升。在上述三个领域中,“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6],因此,历史学也是

我们研究红岩精神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而去阐发红岩精神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就会是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7]。我的研究视域是历史学,1983年研究国民参政会时就涉及中共南方局和红岩

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和南方局老同志都提出了研究红岩精神的任务。我

曾担任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的《中共中

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副总主编,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岩精神研究”,同时还编写

了一部通俗理论著作《红岩精神》[8],纳入《弘扬中国革命精神丛书》;撰写了《红岩精神研究的几

个基本问题》[9]、《论“红岩精神”》[10]、《“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11]、《再论红岩精神与延安精

神》[12]、《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13]、《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14]、《周恩来与红岩精神》[15]等系

列学术论文和一批理论文章,有的为党和政府所采纳;策划拍摄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千秋红岩》;

对中共南方局历史和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进行过基础性研究,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

方工作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上下卷)、《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工作研究的

几个基本问题》等文献汇编和论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红岩精神研究领域,最显著的特征是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视角去进

行研究。当前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仍然需要回到历史本身,对红岩精神再作历史学视域的

考察———从南方局历史研究切入,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逻辑出发,厘清研究路径和方

法,着重把握好七对关系,即:毛主席、党中央与红岩精神的关系,红岩精神科学内涵中本质与特

色的关系,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红岩精神与歌乐英烈的

关系,红岩精神本源与时代价值的关系,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把握好这七

对关系,由此走出从概念到概念演绎、从既有观点到低水平重复的低迷状态,这是深化学术研究、

科学宣传推广的着力之点。

一、毛主席、党中央与红岩精神的关系

毛主席、党中央与红岩精神的关系本来不是问题,但近年来常常被人提起,认为过往的研究

只关注了周恩来和南方局对红岩精神的培育,而忽视了毛主席对培育红岩精神的伟大作用,因此

需要把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之行纳入红岩精神研究的范畴,似乎不如此,毛主席与红岩精神便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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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的关系。这涉及抗战时期党的工作的全局、战略、立场、策略、党建和对南方局工作的评价

等重大问题,故今天有专门再探讨之必要。

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作用、指导之功,贯穿于红岩精神培育形成的全过程,这本是南方局历

史和红岩精神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南方局是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批准成立的,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这是不言自明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

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过程中,邓颖超、宋平、陈舜瑶、童小鹏等中共中央原南方局老同志就反

复强调过,这有档案和文献可稽。因此,这也成为学界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一条准绳,

早有系统的研究成果,比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

中央南方局史》[16]、周勇主编的《红岩精神研究》[17]两种著作都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胡大牛[18]

和潘洵等[19]也有专门论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红岩精神就是在毛

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培育的伟大精神。毛主

席、党中央是培育红岩精神的领导者、指挥者和参与者,周恩来、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培育者、创

造者、践行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历史源头。

抗战全面爆发后,毛主席、党中央推动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

本原则,奠定了国共合作之基,决定成立南方局,担负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

时代使命。1939年5月,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将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论述编成

《毛泽东救国言论集》,由重庆新华日报馆公开出版。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而毛主

席则始终为战斗在大后方的中国共产党人导向领航。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对国民

党及其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升到全党工作的高度,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实践有了全党中心工

作的意义,肩负起高举旗帜、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南方局,其任务是“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

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20]。随后,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周恩来领导和加

强党在国统区和敌后城市的工作。1940年8月,毛主席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

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中央今后的注意

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其后才是“敌后城市”和“我们战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把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在“第一”的战略地位,毛主席还明确授权“国民党区域的

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21]524。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

会,“由周恩来负总责”,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

中心”。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南方局成立了由周恩来兼职主持的敌后工作委员会[22]。因此,以周

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是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整个国统区和南方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领导机构。

这种格局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前夕,形成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在国统区的大规模群众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使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

陷于全面的孤立,毛主席称之为“第二条战线”[23]1224。

抗战全面爆发后,毛主席及时指出中国抗战的前景与发展方向,显示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

妥协投降的坚定立场,这是南方局从容应对艰苦卓绝复杂政治环境、形成“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

污”政治品格的底气。

毛主席和南方局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受邀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此他专电国民参

政会,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参政会及抗战大局的主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

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
3



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24]1939年7月7日,中共中

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提出著名的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

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25]440南方局在

重庆始终以此为遵循,在《新华日报》上和工作实践中,对三大政治口号进行了集中的多种形式的

宣传报道和深入阐释,简洁明确、言简意赅地宣示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个口号后来

经过文字上的修饰,简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沿

用下来,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实践中,周恩来、南方局一方面既坚决反对汪精卫妥协投降的汉奸

行径,另一方面又在1939年1月25日的《周恩来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给蒋介石的复信》中,坚决拒

绝蒋介石把共产党纳入“一个大党”[25]34-37的图谋,始终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的指示在南方局共产党人身上显示出红岩精神所具有的“出淤

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中,毛主席制定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的斗争策略,这是南方局在实践中充分展现“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之源。

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始终在和而不同中建立,在斗而不破中发展。1939年,毛主席预见到

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和缓内

部矛盾与摩擦。他指出,统一战线要讲团结,但又要讲斗争,“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

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26]。周恩来在重庆把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即使如皖南事变后形势之凶险,南方局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既敢于斗争,又镇定冷静、灵

活应变,挽救了濒于破裂的国共合作,推动了中间党派的中立并开始向左转。这场国共之间的大

斗争,开始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和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党,开

始进入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接对等谈判的新时期,这些都是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的充

分展现。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题词,毛

主席得到消息,特致信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27]

毛主席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南方局在其领导的广大地区落地生根,成为红岩

精神本质“崇高精神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根基所在。

这包括毛主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目标,这就是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

所说的“伟大的工程”[28]602;也包括毛主席制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

急性和暴露”[28]756的白区工作方针。南方局把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具体化为“三勤”“三化”,即“勤

学、勤业、勤交友”[21]568和“职业化”“社会化”[21]560、“合法化”[21]610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们要

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用共产党员实实在在的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

群众、带领群众。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作风,在灯红酒绿

的考验中不断锤炼坚强党性,犹如六月风荷“同流而不合污”[29]。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

的率先垂范,战斗在大后方中心城市的共产党人,无论是论辩在会议讲坛还是战斗在龙潭虎穴,

无论是政治博弈还是商海经营,无论是身在红岩村中还是隐蔽于社会基层,他们都经受住了严峻

考验,坚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品格。抗战胜利以后,南方局东迁南京,中国共产党成为国统区的公

开组织,周恩来仍按照“三勤”“三化”的要求,专门部署了隐蔽力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

成立。毛主席提出的党建目标和方针政策,在南方局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落实和创新创造的发展,

走出了一条在国统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

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8]602的新路,也是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所共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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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的组织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是对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工作和党的建设

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工作成效和红岩精神

的充分肯定。

毛主席是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为了实现“七大”路线———建立“联合政

府”的路线而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七大”路线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但联合政府又

不是由共产党一党领导的政府,而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的联合政府。为此毛主

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

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

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

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30]

毛主席所讲的“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其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

合政府。应当说,这是党为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个从力量对比的实际

出发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把握着政治

和军事上的主动,最终签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

要》(即《双十协定》);通过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广泛交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为随后三年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凝聚了力量。通过与外国政府和民间的

交流,展现了中共独立开展外交工作的崭新风貌。毛主席重庆之行对南方局工作成效和红岩精

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

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

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

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23]1158毛主席以“一身系

天下安危”的气概参加重庆谈判,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更集中展现出刚柔相济、锲

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和善

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是红岩精神在历史转折时期最为华彩的篇章。

因此,深化南方局与红岩精神研究,需要对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如何领导南方局争

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业绩,以及指导培育红岩精神方面,进行更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

例如,南方局的时代使命有两个:一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为建立新中国奠基。毛主席、党

中央领导南方局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其到底是如何具体领导南方局为

新中国奠基的,则研究成果极少,还没有破题。毛主席提出了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南方局

具体化为“三勤”“三化”,目前的研究仍然比较笼统,还停留在一般政策解读的层面,大有深化研

究之必要。我们既要做南方局领导的整个大后方区域的党的建设的研究,也要做某一地域(如重

庆)的研究,还要发掘个体案例,从而构成国统区党的建设的立体图景,目前这一研究也才刚刚破

题,而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可以为深化研究提供支撑。

二、红岩精神科学内涵中本质与特色的关系

多年来,关于红岩精神内涵的表述已经不计其数,但离取得共识还有距离。其表现是:对南

方局历史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满足于炒冷饭、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程式化,往往从既

定的概念出发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共性简单地作为红岩精神的个性;研究视野不够宽广,对

红岩精神个性的研究和概括着力不多,对红岩精神的表述大同小异,似曾相识,甚至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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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既有对历史研究不够尤其是对南方局历史研究不够有关,更有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相

结合的方法不当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6],这是我们研究红岩精神的指导思

想。离开历史研究的革命精神研究,很容易陷入概念的堆砌、文字的演绎和低水平重复。只有把

对包括红岩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建立在扎实深入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才

有可能收获经得起时间、历史和人民检验,经得起学理性、系统性商榷的学术精品。

一种精神,特别是革命精神,包括两个基本范畴,一是本质,二是特色。有了共同的本质,若

干精神便可归类,形成谱系;有了各自的特色,若干精神才会是星辰大海,星汉灿烂。笔者认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是一个非常庞大、相当科学的谱系,具有严谨的历史逻辑。具体到每一种精

神,其科学内涵(本源)亦包括本质和特色两个范畴。精神谱系研究,本质和特色缺一不可,不可

偏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即共产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一百年前党的先驱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1]的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首、之源,是

精神谱系的初心。体现在红岩精神的本质上,就是“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

量、浩然革命正气”的“四本质”属性。纵观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苏区精神、红军精神、沂蒙山精神、太行山精神等,都具有这种

“四本质”的共同属性。因此,凡具有这样本质属性的精神现象,都可以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之中,本质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其间,一脉相承。正是有了这些共同的本质属性,红岩精

神才能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才使“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32]。

对于规模恢宏、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若干革命精神而言,仅仅概括其本质

属性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一般性的研究,容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不能深入到个体。因此还必

须研究其特色,即对其独特的表现、独特的价值进行历史学的概括,彰显其精神的个性。只有个

性,才是认识精神的真正钥匙。为此,我们在研究提出红岩精神“四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红岩

精神做了“五特色”的表述,即:(1)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

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2)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3)“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

品格;(4)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5)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10]。

我们的这一研究思路得益于宋平同志的指导。抗日战争时期,宋平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政

治秘书、南方局的学习秘书,在红岩村学习、成长,是红岩精神的创造者、实践者、传承者之一。

2004年4月23日,宋平同志接见中央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委领导同志和南方局、红岩精神研究团

队,笔者作为团队一员,亲耳聆听了他的讲话,他从亲身感受中告诉我们:“红岩精神与党的其他

精神一样,都是党的优良传统中的一种。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虽有不同,但红岩精

神就是延安精神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现,他们内在的根本的实质是一样的。要不断地学

习,在工作中得到弘扬。”这种“本质+特色”的研究方法,对于当前深入研究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

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从整体上把握其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地位,更可彰显红岩精神在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独特价值。

今天深化红岩精神科学内涵及本源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浮在面上,更不能从理论到理论,

从概念到概念,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呢? 这需要深入下去,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在“四

本质”的基础上,概括抽象出更加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对“五特

色”的表述也需要一个一个具体深入下去,要让从具体历史资料中抽象、概括、提炼出来的“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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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时代使命、政治品格、政治智慧、宽广胸怀、英雄气概),再回到丰富、生动、鲜活、坚实的历史

环境中去,形象生动起来,内容丰满起来。通过这样的努力,让红岩精神的研究既科学又充盈,让

红岩精神的传播既好听又好看。

三、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

红岩精神和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时创造的两个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是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直接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中国和世界展示全新精神风貌的集中体

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精神成果,是延安精神在抗

战大后方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政党的面貌走出“山沟”、走向国统区

政治舞台中心进而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精神风貌。产生在抗战时期的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

既有同一性,又有独特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的立党宗旨、理论基础、核心价值、精神血脉、作风传承在抗战时期的

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

起来的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

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才走出了困境,赢得

了长征的胜利,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周恩来等来到重

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曾经犯过的

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争取了大后方进步的政治力量、中间

力量和大多数群众。1943年8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总结阶段,他感慨道:“我这

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

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他说:“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

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我们

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

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

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1]613-614这是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与毛主席、党中

央关系最生动的表述,同时也证明了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又是对延安精神的执行

和弘扬。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有很大不同,

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

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中,产生在革命军队之中。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

市重庆。较之延安,重庆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经济环境诱惑很大,文化环境芜杂,既是染缸又是

虎口,要想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绝非易事。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

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及应对大后方复杂环境中,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抵制各种政治压迫、经济困境、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

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历史价值在当年独具实践意义,在当代同样十分具有

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1939年,毛主席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

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8]606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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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延安是全党工作的总司令部,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而

重庆则是党在抗战大后方工作的前线指挥部。党在延安的工作集中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党在

重庆的工作侧重于统一战线,积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的重要经验和智慧。毛主席关于中

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重要论断,特别是将“统一战线”列为三大法宝之首,客观上反映了抗日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略布局,这是对南方局功绩和红岩精神风范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大后方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杰出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伟大历史功勋,永远写在党和民族的历史上,代代相传。

今天深化红岩精神研究离不开对延安精神的系统、全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延安精神,那么红

岩精神就是无源之水;而如果没有红岩精神,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精神财富就是不

完整、不全面、不系统的。因此,红岩精神和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抗日战争时期

的两条关键性脉络,应该并题研究、比较研究,彰显其各自的精神特色和历史价值。

胡乔木同志曾经就如何研究南方局历史发表过重要意见,他指出:“南方局的历史,是党的组

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共同斗争的历史。”“过去搞党史时对这些方面不重视,只侧重在领导同志的

言行,这是不行的。”“我们搞党史视野要放宽一点,要从四面八方来反映。这样南方局的活动历

史就具体了。”[33]因此,今天深化对红岩精神的研究,离不开对红岩精神赖以生存的抗战大后方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乃至于社会、文化环境在分门别类研究基础上的综合研究。

四、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

《红岩》小说出版于1961年,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上极具标志性。由于书名叫“红岩”,因此有相当部分群众把红岩精神误读为《红岩》小说

的精神。这是需要认真辨析的。早在2004年,著名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同志就写下了《此红岩非

彼<红岩>》一文,认为“把红岩精神当作小说《红岩》中表现的烈士精神”是一种“常识性误解”,需

要澄清[34]。针对当前研究中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相混淆的情况,必须回答红岩精神与《红岩》

小说的关系,需要科学地厘清红岩精神、《红岩》小说的性质与界限。

第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既不是也绝不可能建立在一部小说的基础上,这是常识。不论是

建党精神还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尽管有包括小说在内的诸多文艺作

品演绎,但客观真实诉诸历史与主观创作的小说则有相当不同,这些革命精神是用具体革命实践

创造的真实历史凝练而成的精神的财富。因此,红岩精神既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红岩》小说主观

创造的精神。每一种革命精神都是也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一以

贯之,都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体和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共同创造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有

不同的精神内涵。这是由每个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阶级关系、主要矛盾、革命任务、战略策

略、工作重点等所规定的。因此,建党时期有“建党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井冈山精神”,长

征时期有“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有“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解放战争时期有“西柏坡精神”。

具体性的和特色性的革命精神是不能跨越历史时期的,只有本质性的革命精神才可以跨越历史

时期,那就是伟大的、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建党精神”。

第二,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把握红岩精神和《红岩》小说的关系。我曾就二者关系进行过专

门的论证,提出二者在几个方面的不同,即形态上一史一文、时间上一先一后、主体上一上一下、

内容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关系上前者为源后者为流[15]。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也不能

相互替代,而应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

第三,川东地下党和歌乐英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绝不等同于《红岩》小说创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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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川东地下党的历史和歌乐山牺牲的革命先烈是《红岩》小说创作的原型和素材,但二者之间

并不能直接画等号。解放战争后期川东地下党的斗争,是一段非常悲壮乃至于惨烈的历史,有着

深刻的“血的教训”[35]。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

代表团审议时,就指出“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

条’”[36],这是《红岩》小说故事创作的初衷和历史背景。而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最精彩的故事

都是集中概括多个先烈事迹、凝练众多先烈经历,然后以艺术加工的方式典型化呈现出来的,因

此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这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中

早已成为一条基本原则。郭沫若先生曾在《历史·史剧·现实》中把历史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的

关系表述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37]。所谓“失事求似”,即不拘泥

于历史的真实(失事),而追求准确地把握与表现历史的精神(求似),今天进而被概括为“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即在历史背景、重要史实方面忠于真实的历史,而在具体人物、细节上努力进行文

学艺术的虚构和创造,这就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即使是最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不

能够更不应该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对号入座,这是历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也

是历史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五、红岩精神与歌乐英烈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把牺牲在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称为“歌乐英烈”“歌

乐忠魂”。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重庆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在论述重庆历史特别是近代革

命历史时多次提到红岩精神,也特别指出了歌乐英烈与红岩精神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真研读领

悟,以此指导研究。

2010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重庆市党政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重庆的光荣革命传统,

熔铸了崇高的红岩精神,是激发和凝聚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38],阐明了重庆

革命历史与红岩精神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重庆的历史文化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特别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

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他要求“重庆要运用这些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39]。

这给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以巨大鼓舞,也是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红岩精神研

究的激励和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在重庆经历了特殊阶段后,在背景更广阔、历史更

深远、体系更宏大、针对更现实、要求更具体的语境中,对重庆革命历史传统、红岩精神与歌乐英

烈关系做出的深刻而本质的阐发。重庆革命历史传统是红岩精神的源头之一,红岩精神是在特

殊历史时期对包括重庆革命历史传统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同时,红岩精神又

是歌乐英烈英雄业绩、精神的源头,歌乐英烈则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歌乐英烈们把青

春和热血凝结在伟大的红岩精神之中,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是对他们的最高褒奖。

当下深化红岩精神研究,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红岩精神产生以来的传承和弘扬,以及在这个

过程中红岩精神与歌乐英烈、与川东地下党斗争历史的关系等问题。这是过往研究中相当薄弱

的一部分。学界在研究红岩精神时,重点往往集中于党中央、南方局这个层面,集中于周恩来等

南方局主要领导人,而对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和中下层共产党员,包括重庆在内的南方局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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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包括狱中党组织)研究得还很不够。

因此,在确定周恩来、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红岩精神主要培育者的前提下,我

们需要研究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和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基层

党员对培育形成红岩精神的贡献。尤其是在重庆解放前夕,英烈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而传承、

弘扬红岩精神的不朽业绩。

在重庆革命斗争中,有曲折,也有失败,更有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重庆解放前夕,关

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这对于“一个政党的思

想道德建设是多么重要,一个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问

题”[36]。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南方局东迁南京。周恩来将四川党组织一分为二:一部分交给

了在重庆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1947年四川省委撤返延安后转入地下;另一部分则始终处

于隐蔽战线,由他直接领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后一支队伍忠实地贯彻毛主席、党

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28]756的白区工作方针,不急躁、

不冒进、不争功,在迎接刘邓大军解放重庆、解放大西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方面的历史长期湮灭了,近年才开始受到关注,比如从2018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始自上

而下搜集整理《中国共产党隐蔽斗争历史资料汇编》。显然,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及时挖掘出来。

另一支队伍就是川东党组织,曾经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血的教训”。这

种教训既有外在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内在的原因,二者均沉痛之极。对这一历史教训的系统总

结,笔者将另文专题研究,此处不赘。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后,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即开始自

发地总结教训,并到香港向中央有关负责人做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明确指示[40]。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对川东党组织两年来工作的总结提纲并在党内传达贯彻,组织党内同志反思历史,吸取血

的教训。这种总结和反思也在狱中进行,集中地体现在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向市委提交的《重庆

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41],已经把其中的“血”说得清楚、明

白、痛彻、惊心,八条意见就是八条“血的教训”。烈士的牺牲值得千秋万代景仰,烈士的精神要世

世代代弘扬。但其中惨痛的失败历史、“血的教训”,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学的研究和经验教

训的总结,而不是视而不见,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不了了之。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也是一个当年的老同志和后来的党史工作者在很长时间内不愿触碰的课题。既要为尊者讳,又

要面对党组织曾经犯过的错误,而承认犯过的错误、剖析自身的肌体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树立了善于运用党的历史的典范,要求“用党的伟大成

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42]。我曾

亲耳聆听过习近平同志2010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

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提

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43]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72周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周年,历史研究的接力棒

已经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应该而且已经有足够强大的自信和能力来面对这一沉重的课题。新时

代的历史工作者应该勇敢地、实事求是地直面“血的教训”,研究这段痛史,绝不是要追究个人的

责任,而是要珍惜“血的教训”,弄清历史真相,铭记历史教训,把握历史主动,否则,血就白流了。

这样的研究,同样应当从对历史的研究出发,从原始的资料入手,从对文本的研究开始,在弄清楚

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既研究胜利又研究失败,既总结经验又总结教训,用历史研究的成果、“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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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为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做出基础性学术贡献。

六、红岩精神本源与时代价值的关系

革命精神是时代的产物。具体到某一种精神,一定是那个时代特定时段、特定环境中诞生的

产物,无不打上了历史的、时代的烙印。红岩精神也不例外。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南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在抗战大后方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的特殊环境里,在红岩村(含“红色三岩”,即曾家岩、红岩、虎

头岩)这个特定的地域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因此,其精神的本源只能是也必须从当时历史环境中

去准确把握和概括,而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来变去,也不允许因为时过

境迁而以与时俱进的名义任人“捏拿”。

红岩精神又是跨越时空的,它至今仍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肌体之中、血液之中、灵魂之中,代

代相传。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包括红岩精神,既是不变的,又是变化的。

说它是不变的,指它的科学内涵,即本质和特色,都是那个时代凝聚的产物,是不变的,也是

改变不了的。这段历史已经凝固,其基本面是不会改变的。对其精神的提炼,不论是对其“本质”

的概括还是对其“特色”的表述,都应该具有科学性和相对稳定性,不应该轻易地变来变去,让人

不知所云。

说它是变化的,主要是指随着时代的进步,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也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

对红岩精神时代价值的表述也一定要与时俱进。当然变化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变化也是有其规

律可循的。变化的依据仍然是其精神的本质和特色内涵。离开了历史内涵,变化就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内涵,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变化之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界对

红岩精神时代价值的表述一定会有不同的意涵和表达。这种时代价值表述的变化来源于时代的

基本要求。或者是对其中的某些价值有所侧重,或者是针对不同人群可以有更具针对性的表述

变化,或者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整体性发展。红岩精神的本源是不会变化的,但红岩精神的时代价

值和弘扬红岩精神的研究,则不能仅仅停留在80年前,而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的研究一定

要回到红岩精神的历史之中去,“让红岩精神活在当下,永放光芒”,这正是我们深化红岩精神研

究的根据和出发点、落脚点。比如:

———关于时代使命。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

的时代使命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成立奠定政治基础。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时代使

命。而8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红岩精神正是鼓舞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征程中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

在今天仍然具有全局性意义,需要更深入地论述弘扬红岩精神的时代使命。

———关于政治智慧。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

好的发展时期,同时又处于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中

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从周恩来、南方局创造

的红岩精神中,吸取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宋平同志曾经告诫我

们,当年南方局新闻组只有几个人,但却可以调控、引导整个抗战大后方的舆论。这是一个极其

宝贵的经验,要好好总结出来。当然,并不止于新闻一业,应当列出一系列课题,需要历史、理论

和相关的专业工作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意见

和建议,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比如: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进行伟大斗争的时代,我们就必须

准确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坚定对西方势力斗争的必胜信心;我们需要科学地分析判断中国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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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保持开展斗争的战略定力;坚定斗争的总体方向,以斗争求团结、求合

作,而不是以妥协求团结、求合作;要把握时代环境的变化,既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把握好斗

争的节奏;等等。

———关于政治品格。红岩精神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

污”的政治品格。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南方局创造了一套广交朋友而“同流不合污”的领导方式和

工作方法,抗战时期宋平同志曾有过系统的总结[29]。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最为严峻的反腐败

斗争的考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市场经济中也有“淤

泥”和“污秽”。我们的党群关系、政商关系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领导干部置身市场经

济无尽诱惑的“淤泥”之中,如何才能“同流而不合污”? 既推动经济繁荣发展,而又保持自身干净

清白? 这是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道大考题。我们完全应该而且也可以从红岩精神所具有

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中汲取力量,红岩精神在当今时代仍有极其宝贵的

时代价值。

———关于宽广胸怀。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刚刚经历了长征的僻处西北

的在野党,这是中国革命最可宝贵的火种。但是,就中国主流社会而言,尤其是经过国民党政权

的妖魔化宣传,中国共产党被诬为“流寇”“山大王”。在国际上,尽管有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正

面报道,但占主流的中共仍然是被污名化的形象[44]。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国民党统治中心重

庆,和国民党上层、民国精英们打交道,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南方局是一个极大的考

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可以支配的行政资源和可以交换的经济资源,真可谓“两手空空”;但有

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以诚待人,团结

多数”的胸怀,又信心满满。对国民党以斗争求团结,对中间势力广交朋友,求同存异,患难与共,

共同进退,得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配合,实现了中间势力的中立进而向左转,争取到国际正义力

量的支持,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

基础。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同

时也面对着全球性挑战。因此仍然需要学习和传承红岩精神“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以“统一战线”的思维,对内画好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最大的同心圆,对外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英雄气概。相对于在抗日根据地和革命军队之中,南方局所处的环境则完全不同,

可谓天天、时时、处处“逆境”,随时都要面对讨、扣、捕、杀的危险。但南方局的同志们善于应对这

些空前严峻的考验。这首先在于他们有强大的心理定力,即有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有以毛

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坚强的战略后盾,有“三勤”“三化”的工作方针

和成功实践,更有周恩来大义凛然的精神感召,因此南方局同志们“向你们(毛主席、朱德———笔

者注)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

奋斗到最后一口气”[45],从中涌现出叶挺、张文彬、罗世文、何功伟、车耀先、胡其芬、苏曼、张露萍

等优秀的共产党人,熔铸成红岩精神中“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我们今天进行伟大斗

争,同样面对风浪艰险,尤其是在国际斗争中,同样需要“善处逆境”的定力和“宁难不苟”的气概。

七、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3],其中在时间上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有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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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党精神;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

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

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

研究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可以有三种视角。

第一是红岩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之源。”[31]从时间脉络上看,伟大建党精神同样是红岩精神的源和本,红岩精神是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从精神内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概括

的32个字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贯穿在红岩精神的本质和特色之中,是红岩

精神的根和魂;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

和发展。当然,红岩精神还赓续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因此,它既是党的精神的宝贵财富,也

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第二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在中宣部梳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

大精神”中,红岩精神列在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之后,西柏坡精神之前。这表明,它的根基在抗日

战争时期。本文已有专节研究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是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关系。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

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崇高精神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

正气”。他们既有从属关系,也有并列关系。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源,贯穿于所有

革命精神之中。从那以后,经过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

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组成了一个宏大的系统,是历史逻辑、思想逻辑和理论逻辑的

展开和伟大实践,显示出红色基因的传承和红色血脉的赓续;而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抗战精神

是并列关系,显示出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担负的各具特色的时代使命和崇高责任。

从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具体比较中,彰显出在不同革命历史发展关头所闪耀的光辉:

井冈山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

气;长征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惧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西

柏坡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3]1438-1439,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

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红岩精神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担当起高举

旗帜、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以及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政治品格、宽广胸怀和英雄气

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创造的革命精神。

学术研究永远在路上。对红岩精神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化的领域还有很多,例如:

———在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方面,还需要将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若干革命精神一

个一个地进行比较研究,深化对红岩精神历史地位的科学认识,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整体认识。

———对红岩精神科学内涵的研究当然不会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就事论事。研究红岩精神的

科学内涵同样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观照,这涉及历史内涵、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地位、时代价

值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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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承红岩精神的研究也是一个目前很少涉及的课题。从抗日战争时期红岩精神诞生

起,对红岩精神的传承就开始了。这既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还有处

于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仁人志士的奋斗,更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发扬光

大,到今天“红岩”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彰显了红岩精神确实是“永放

光芒”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是今天的学术界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

总之,只有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去研究红岩精神,才能让我们的研究成果经得起

时间、历史、人民的检验,经得起严格的学理性、系统性商榷的考验。这仍然是为了彰显历史上的

红岩精神对于当下的巨大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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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RelationsinDeepeningandPromotingtheResearchofHongyanSpirit:
AHistoricalStudiesApproachtotheResearchofHongyanSpirit

ZHOUYo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Hongyanspirithasbeenresearchedinthreefields,inthefieldofhistory,inliterarystudies,andinthefield
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studies.HistoryisthefundamentalsubjectfortheresearchoftheHongyanspirit.According
tothespiritoftheresolutionoftheSixthPlenarySessionofthe19thCPCCentralCommitteeandtheseriesofXi
Jinpingsimportantaddresses,thispaperfocuseson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andappliesthe
historicaltheoriesandmethodstoreviewandexaminethesevenpairsofrelationsfromthestartingpointofSouthern
Bureaushistory.Thesesevenpairsofrelationsare:therelationshipbetweenChairmanMaosPartyCentralCommittee
andtheHongyanspirit,theessenceandcharacteristicsinthescientificconnotationoftheHongyanspirit,theHongyan-
spiritandtheYananspirit,theHongyanspiritandthenovelHongyan,theHongyanspiritandtheGelemartyrs,theori-
ginoftheHongyanspiritanditscontemporaryvalue,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Hongyanspiritandthespiritual
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Adeepunderstandingoftheseimportantfrontierissuesinthecurrentresearchof
theHongyanspiritisofgreatsignificanceintheresearchoftheHongyanspiritand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
Communists.
Keywords:theHongyanspirit;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ChairmanMao;ZhouEnlai;Ho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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